
复杂性理论与协商系统

覃　 漩

　 　 复杂性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系统化阐释是相对晚近的一件

事。即便如此，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社会学自其初创时期就是一门应对和解决

复杂性问题的学科。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本质上是对复杂性问题进行研究。①

现代社会相较于传统社会而言，在复杂程度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航海技术

发展带来的全球性人口流动，工业化生产和组织方式革新所催生的阶级分化，

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和政治立场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带来了与古代社会截然不

同的问题。本文从系统性思维的出现谈起，探讨不同的社会复杂性领域，包括

计算社会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复杂社会网络分析（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社会控制论（ｓｏｃｉｏ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卢曼复杂性学派（Ｌｕｈｍａｎ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和英国复杂性学派（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ａｓ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等，怎样借用复

杂性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困难。此外，本文以协商理论

的系统化转向为例，阐述复杂性思维对传统理论领域的重塑和影响。

一、 社 会 系 统

（一） 系统性思维的出现
一般而言，系统被认为是一系列事项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按照这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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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系统，指代社会单位（个人、群体、组织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经典社会学思想家如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孔德、斯宾塞等，都倾向于将社会

作为系统来进行分析，他们被称为拥有系统性思维的思想家（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而他们的系统论是与社会演化的观念缠绕在一起的。根据这样一种观念，社会

的发展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简单朝向复杂的更迭。１９世纪，达尔文提出进化

论来解释物种的起源，生物学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来自生物学的原理和

概念也被早期社会学思想家们所吸收，用于解释社会的构成。例如社会学家斯

宾塞，本身也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 １８６０ 年出版的《第一原理》为

进化理论提出了纲要。斯宾塞将社会系统与生物有机体类比，因此被一些学者

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功能主义理论家。②功能主义认为，就像生物体由细胞和组

织所构成，社会也可以看作一个由群体和阶层所构成的庞大系统。系统中的不

同单元各司其职，具备不同的功能，因此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确保系统的整体

存续。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组织如何发展，就需要了解这个组织在开

始及以后的需求。③这样，社会学的提问方式由“它是什么”变成了“它承担什么

功能”。孔德也将社会作为整体来进行考虑，认为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之间具有

很大的相似性。迪尔凯姆在他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做出了进一步

分析。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将团结作为社会凝聚的核心因素。在他看

来，社会团结包括机械团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和有机团结（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两种，两者之间的差别展示了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化过程。在简单社会

中，人们在信仰、道德、规范方面分享着较为同质的集体意识，这些彼此认同的

价值是集体情感的来源，为社会凝聚提供了基础。这样一种高度同质化的集体

意识，如同机械力量一样，将不同的社会单元凝聚在一起，维持着系统整体的稳

定运转，从而被称为机械团结。而当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出现阶层、党派、信奉

不同价值的群体时，同质化的集体意识不复存在，道德个体主义取而代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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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专长、技能和道德信念的个人在社会系统中分工协作，高度的差异性反

而导致了高度的相互依靠。就像生物体中的不同组织器官扮演着不同角色一

样，这些差异化的群体也依赖着彼此所提供的不同功能而得以生存，机械团结

由此转变为有机团结，维持着系统的凝聚和运转。①

（二） 社会系统与控制论

在探索和发展社会复杂性理论的众多学者当中，帕森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性。从《社会行动的结构》到《社会系统》以及之后的著作中，帕森斯致力于建

立一套完整的理论范式，从社会行动出发，来描述社会系统中不同单元的交往

互动。因此，他提出了 ＡＧＩＬ 模型来说明社会系统中的四种需求：适应（ａｄａｐｔａ

ｔｉｏｎ）、目标达成（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模式维持（ｌａｔｅｎｃ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它们之间具有顺序性。“适应”是最初级的需要，它要求系统具

备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资源并进行生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目标达成”指向未

来，要求系统具备制定计划、政治决策和长远目标的能力。“整合”指向价值层

面的和谐，要求系统能够提供一套稳固充分的价值规范来指导人们的道德生

活，如共同语言、信念、宗教等。而“模式维持”要求系统将上述三种功能以某种

秩序保存下来，实现代际间的稳定更迭，从而确保系统能够连续、不中断的发展

下去，体现为家庭、社区、学校等制度的产生。前两种功能致力于解决外部问题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即怎样克服自然挑战、获取资源并实现长远的生存目标。

而后两种功能致力于解决内部问题（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即缓解冲突、实现整合、

创造共同价值和集体情感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际。这四个功能，分别对应着经

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继承经典社会理论学家们的系统性思维传统以外，帕

森斯还借用了当时的新兴领域控制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作为分析工具，这让帕森斯

成为了复杂性科学的智识先驱。系统科学和控制论促成了诸多领域在 ２０ 世纪

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博弈论、计算机建模等。③帕森斯在解释 ＡＧＩＬ模型时，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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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一个控制论意义上的等级系统（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系统具有方向和秩

序，位于更高等级的功能对低等级功能施加控制。例如，从信息角度上看（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系统按照 ＬＩＧＡ的顺序展开控制，这意味着 Ｌ（模式维

持）可以控制 Ｉ（整合），而 Ｉ又可以控制 Ｇ（目标达成），Ｇ 控制 Ａ（适应）。也就

是说，符合 ＬＩＧＡ秩序的系统之中，文化方面的模式特征 Ｌ，控制着社会方面

的规范整合 Ｉ，进而控制政治方面的目标制定 Ｇ，最终控制了经济方面的物质生

产 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在帕森斯看来，指的是定义（ｄｅ

ｆｉｎｅ）而不是决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就像计算机游戏中的预设参数为游戏玩家提供

了框架，系统中居于更高层级的功能也定义、控制和影响了低层级功能的发展，

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决定游戏或系统的最终走向，因为玩家（社会行动）具有一定

程度上的自主性。①

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也面临着诸多批评。例如，帕森斯的模型过于抽

象，很难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进行运用。②它过于依赖目的论的前提，完全根据

个体对系统的有益作用来解释个体存在的意义。冲突论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批

评帕森斯强调秩序与共识，从而忽略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难以解释部分与

整体的差异，以及那些对整体造成伤害的单元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帕森斯

的结构功能主义在本质上是过于保守的，几乎没有为社会变革留下空间。

二、 社会复杂性科学

即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经不再流行，但他却以另

外的方式，在逐渐兴起的社会复杂性理论之中重返学界的视野。③社会复杂性科

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Ｓ）诞生于 ２０ 世纪末，与复杂性科学的

兴起共轨，约翰·厄里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转向。④然而，不同于复杂性科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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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ｔｚ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Ｓｍａｒｔ（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０３．
Ｂｒ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ｅｎ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９．
Ｊｏｈｎ Ｕｒｒｙ，“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ｕ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５（２００５），

ｐ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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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获得的全球影响力，有关社会复杂性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于相

互独立的小范围讨论中，彼此之间交流甚少，并与主流社会学存在距离。卡斯

特拉尼与哈弗提总结了自 ２０世纪末起探讨社会复杂性科学的五个领域：计算社

会学、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社会控制论、卢曼复杂性学派、英国复杂性学派。以

下将依次对这五个领域进行说明。

（一） 计算社会学
计算社会学集中体现了社会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来说，计算社会学

是将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统计、建模、计算机模拟等。我

们以计算机模拟为例，展示这些方法怎样被用于解决有关人类社会的问题。

与传统上来说基于实验的方法不同，计算机可以搭建一个虚拟的“人工社

会”，通过设置环境参数，来实现系统内主体的自由行动，从而观测主体行为和

主体间的交互。奈杰尔·吉尔伯特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计算机社会模拟：微观

模拟（ｍｉｃｒ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系统动力学模拟（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和基于主体

的模拟（ａｇａ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微观模拟以真实数据为基础，通

过不断更新个人、家庭等数据样本，来获得关于整体的统计值。系统动力学模

拟更进一步，对交互过程进行处理和模型化，从而得到与交互有关的信息。基

于主体的模拟方法将主体刻画为具有自主性和学习能力的行动者，通过设定环

境参数，来观察主体的行为、交互、选择和变化。①

通过搭建一个人工社会，计算机模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客观与主观的界

限。模拟生成的社会模型，并不是经验世界的仿照，而是描述了拥有行动和学

习能力的个体在特殊的环境参数中做出的选择。因此，人工社会可以被看作平

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维度：“人工社会已迈向‘多重社会’的认识，认为人工社

会也是一种现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可能的替代形式，甚至是地球之外的可能

社会的可能实现方式。人工社会的这种思想，与人工生命中的生命是‘多重现

象（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的观点是一致的”。②

９２２

复杂性理论与协商系统

①

②

Ｎｉｇｅｌ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Ｋｌａｕｓ Ｔｒｏｉｔｚｓｃ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Ｕ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王飞跃等：《从人工生命到人工社会———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载《学会》

２００４年第 ５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在数据缺失、数据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计算机模拟，尤其基于主体的模拟，

因其并不依赖于经验数据而成为可替代的选项，因此具备较大的优势。但同

时，这也成为它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实证主义看来，经验世界是检验一切

理论的最终标准，如果计算机模拟的目标并非与经验世界趋同，而是生成一个

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人工社会，那么我们怎样对模拟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此外，

计算机模拟需要为模型设置初始环境参数，而对于环境参数的设置，往往取决

于研究者对既有文献的理解，从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偏差，这也对计算机模

拟的可靠性构成了挑战。

（二）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致力于解释人群之间的复杂交互模式。这一理论认为

探索个人行为的关键，在于探索这个人是怎样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进行互动。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与复杂性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方法上，复杂性科学为复

杂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工具，例如图论（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进化博弈论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人工神经网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离散数学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代理人基模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等。①

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分

支。第一个分支是以邓肯·沃茨为代表的新网络科学（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沃茨认为，这一分支不仅建立在历史悠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成果之上

的，也建立在离散数学和图论的基础之上。得益于快速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和可

获取的电子数据，这一领域逐渐吸引了来自数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

的研究者。②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复杂社会网络分析关注那些学科间的交叉性

问题，如对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网络进行分析，探索它们在时间维度上发生的变

化，考察它们内部的文化与信息流动等。它对旧的问题提出新的问法，促进领

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引入和发展了新的技术工具，如离散数学、幂次定律

０３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Ｄｕｎｃａｎ Ｊ． Ｗａｔ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Ｈ． Ｓｔｒｏｇａｔｚ，“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３９３，ｎｏ．６６８４（１９９８），ｐｐ．４４０—４４２．

Ｄｕｎｃａｎ Ｊ． Ｗａｔｔｓ，“Ｔｈｅ ‘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３０
（２００４），ｐｐ．２４３—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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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元胞自动机（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等。①

第二个分支被称为全球网络社会（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它的目的是通过

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进一步探索全球社会的动态结构。厄里总结了对于

全球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基于社会网络的全球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交互

逐渐摆脱地理距离的限制，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传统的社会网络常常局限在

家庭、宗族、国家的内部，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交互超越了这一边界，一个典型

的例子是跨国贸易与金融链条的形成。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强调交流方式

的革新。信息时代和电子通信手段的发展，让交流不再受限于传统的时空概

念，并导致了电子社区的出现。基于文化的全球化概念强调创造一种世界性的

良知、共识和人道主义的可能。在这一维度下，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沟通、

商谈、交换观点和看法，并形成可能的政策。跨国界的贸易生产和人口流动，也

带来了跨国界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等，这些问题要求世界范围的协同努力。

在这一背景之下，基于文化的全球化概念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尤瑞还分析了

基于复杂系统的全球化概念，而这一概念是前述概念的综合。新出现的复杂社

会网络分析技术，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相关问题的解决当中。②

（三） 社会控制论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是计算机的时代，开启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社会控制论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阐述了不断演进的三个

控制论版本。

控制论的一阶版本来自威纳。１９４７ 年，他首次使用“控制论”一词，并在随

后的著作中发掘了它的社会含义。③威纳相信人类与计算机的互动可以创造一

个新的世界，而科学需要帮助社会为此做好准备。最好的办法，是将人类社会

看作一个计算机系统，探索它怎样运行，从而对其施加控制。④这一观点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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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ｒ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９．

Ｊｏｈｎ Ｕｒ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３．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ｏ．３２０，Ｂｏｓｔｏｎ：

Ｄａ Ｃａｐ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人类社会的特殊性，自然遭到来自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批评。卡斯特拉尼

与哈弗提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维纳的错误。一方面，不同于机器，人类社会具有

高度灵活性。另一方面，科学家自身也在他们所观测的社会系统之中，而无法

独立于系统存在。①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基于此的反思，推动了第二个版

本的控制论的出现。

二阶控制论由海因兹·冯·福斯特提出。福斯特对初始版本进行了改进。

他强调自我观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计算机的重要特

征。人类社会具有交流、创造和生成意义的能力，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和自我指涉。而计算机只能在给定的结构中进行数据的输入与输出，无法对它

的系统参数进行自我调整。在此基础上，二阶控制论处理了观察者和系统之间

的关系。一阶控制论试图将观察者独立于系统之外，而在二阶控制论中，福斯

特尝试将控制论进行递归运用，即运用于其自身。因此，二阶控制论也被称为

关于控制论的控制论（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三阶控制论，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社会控制论。即便二阶控制论已经在修

正简单控制论的方向上做出了努力，但这些调整被认为是不够充分的。社会学

家要求社会学与二阶控制论进行一种基于相互批判的完善与融合。社会控制

论将社会系统视为高度复杂的多阶系统，对系统进行控制依赖于不同层次之间

的双向信息流通。因此，社会控制论强调不同层次、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变和

互补。②与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卢曼复杂性学派一样，由于社会控制论的出现

早于复杂性科学，它的贡献主要在于观念而非方法。

（四） 卢曼复杂性学派

卢曼复杂性学派是社会复杂理论的五个子领域中最接近社会学的领域，也

为社会复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自我再

生（ａｕｔｏｐｏｉｓｉｓ）是对卢曼的社会系统而言最为重要的概念。在自生系统论的框

架下，卢曼将社会描述为具有自我生产、自我组织、动态的、复杂的、突生的等一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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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ｒ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９．

王亚男、殷杰：《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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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特征的系统。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将这些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对

卢曼来说，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交流系统。不同于一般的物理系统，社会系统由

符号、话语和他们携带的意义构成。其次，作为一个交流系统，它并不基于个

人，在超越个人之上，是在交流符号的互动中突生（ｅｍｅｒｇｅ）出来的系统。可以

说，卢曼用交流取代了行动，并非个体，而是交流才是最基本的系统单位。在组

织上，社会也并不依赖于个人。相反，个人是被包围在社会之中的，这种包围程

度如此强烈，以至于社会限定了人类思想的边界。因此，我们不可能具有关于

社会本身的完善讨论，因为我们也身处社会之中，无法抽离于社会之外。此外，

因为社会是一个交流系统，现实地理疆域并不对它构成边界，对它的范围进行

限制的是交流以及交流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的目的是自我生产。

卢曼继承了迪尔凯姆、斯宾塞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也认为社会存在的意

义在于让自身永久性的存续下去。由于社会是由交流符号所构成，它更像一个

机器而非一个有机体。卢曼同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作为

一个自我再生的系统，社会处理这一复杂化趋向的方法，是突生出不同的子系

统，例如科学、婚姻、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等。①

除了自我再生，卢曼用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自我指涉”

（ｓｅｌｂｓ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ｚｅ）。因为人类和人类思想被限定于社会作为交流系统的边界之

内，所以人只能从内部考察和看待有关社会的知识，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系统的

理论本身也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我指涉系统通过不断对环境做出新

的区分，来不断进行自我指涉。因此，这一过程也构成了功能分化，即在环境中

引入新的系统来形成子系统。②

在卢曼看来，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社会分化程度和方式是一

个社会系统所属类型与阶段的标志。而且，相比于分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其

方式。卢曼按照社会分化将人类社会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区隔分化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为标志的古代社会、以阶层分化（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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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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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９．

肖文明：《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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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ｔｉｏｎ）为标志的前现代高度文明社会和以功能分化（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为

标志的现代社会。在古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分化结果的子系统如家庭、家族等

为同质的存在。在前现代文明社会，因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子系统分化

为不同等级的阶层，具有高低秩序上的差异。而到了现代社会，系统开始依照

功能上的不同进行分化，形成如政治、经济、教育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这样一

种分化方式的特征是既有平等，又有不平等，“系统内某种功能平等性和系统与

其环境间功能不平等性”同时存在。①

由于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提到媒介在协商系统化方案中发挥的作用，这里

我们将着重讨论一下卢曼关于交流和媒介的论述。卢曼将交流作为社会系统

的基本构成单位。在卢曼的语境中，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指的是人类交往的全

部行为，包括语言、行动、交换等，这些被卢曼统称为交流，而媒介是使交流得以

可能的那个东西。如果交流指的是“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那么媒介就是能够

保障人类一切交往活动发生的机制，包括真理、权力、爱、货币等作为媒介，这些

符号的功能不再是传播讯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而是确保特定传播活动的成功，以维

持系统的存在”②。在卢曼的系统中，媒介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理解

媒介”，如语言、手势等，这些基础性的媒介确保了信息被告知和理解。其次，是

“扩展媒介”，相比于理解媒介，扩展媒介使信息的传达不受时空范围的限制，打

破了互动的场景条件，如文字、风俗等。最后是“象征扩展型传播媒介”，这是一

种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媒介，确保作为系统基本单元的交流的自我生成，使

交流得以不断延续和进行。例如，政治系统中，权力扮演了象征扩散型传播媒

介的角色；宗教系统中，信仰扮演了这一角色；经济系统中，金钱和财产扮演了

这一角色；而大众媒体系统中，传播技术扮演了这一角色。③

（五） 英国复杂性学派

在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看来，英国复杂性学派是关注社会复杂理论的五个

派别中最为激进的一支。它要求根据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对社会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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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李强：《卢曼政治系统理论评述》，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张立刚：《媒介的自我变革———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传播技术观》，载《东吴学

术》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概念和方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卡斯特拉尼与哈弗提认为，这个学派的主要目标

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创造一种后学科时代的社会学（ｐｏｓ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即打破学科边界以及学科所对应的制度安排和智识分

工。后学科时代的社会学可以体现为学科间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跨学科的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甚至反学科的（ａｎ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这样一个目标的设立与系

统论领域的长期传统有关。因为方法论的缘故，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天然具有

打破学科边界的倾向，而自然科学和计算科学在对于复杂系统的关注上殊途同

归，这使得学科分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然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

范畴中，主流领域对于系统论思维的忽视使得打破学科边界的任务变得艰难。

例如，因为缺少系统性的视角，大部分社会学家并不认同物理学或生物学知识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调系统性框架，打破

学科边界和智识分工，成为英国复杂性学派的首要目标。①

其次，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推进方法论上的进步。随着数字化设备的广

泛使用，有关人类行为的大量数据被记录下来，为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同时也对旧的社会科学方法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新的变化，英国复杂性

学派强烈要求方法、技术和工具上的更新。他们号召将复杂性科学中的方法应

用到社会科学中，如我们在“计算社会学”中提到过的计算机模拟，在“复杂社会

网络分析”中提到过的离散数学、人工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等。这样一种对于

方法融合的强烈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子领域，即复杂的复杂性（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Ｃ２）。这个领域致力于使用基于社会学的批判性视角去考察复杂性科

学方法，推进复杂性科学方法和既有社会学理论工具的融合，从而在认知论、方

法论和理论框架上实现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完善。②

最后，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将“复杂系统”作为首要理论框架，并用其探索

一切社会学相关的问题，例如全球化、城市设计和社会流动等。③除了关心方法和

新技术，英国复杂性学派在理论上也拥有野心，这也使它具备了一定的特殊性。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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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Ｂｒ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ｆｆｅｒ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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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

（一） 协商与投票

１９８０年，约瑟夫·贝塞特首次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①，在那之后，大量

与协商民主有关的讨论与著述相继涌现。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协商民主理解为

选举民主的补充，并在传统的民主理论框架之下，考察、辨析和完善它的概念。

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它们的理论动力都源自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

在以多元价值为特征的后传统时代里，共同生活的公民如何进行公共决策？以

选举为代表的早期民主理论，用一人一票的方式，赋予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同样

的分量，并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因此，选举民主的支持者

们认为，选举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有效的方案，推动了公共意志的凝聚和公共决

策的生成，是公平的最大体现。由于投票民主对个人偏好进行登记与加和，这

样一种民主方案也被称为聚合式民主（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９ 世纪末，这样

一种对于个人偏好的累加式做法遭致了很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以

下两个方面。首先，聚合式民主将个体偏好视为确定无疑的，并不追问这些偏

好是如何被塑造、影响和最终形成的。在投票过程中，受到关注的往往只是投

票的结果，缺乏渠道和平台，使选票背后的理由得到交流和展现。因此，一些学

者批评，这样一种缺乏沟通机制的民主方案，没有为选民的自我修正留下空间，

反而会导致观点的固化和极化：“这些分布可能是公平或者不公平的，但聚合式

的民主概念不提供任何我们得以判断其是否公平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们也

没有提供任何过程，使公民基于这些权力分布的观点和看法可能得以改变。”②

在此之外，聚合式民主遭受的另一个批评，是它丧失了政治生活的公共维度。

投票将个人与他者、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竞争。通过投票，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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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Ｂｅｓｓｅｔｔ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Ｇｏ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Ｓｃｈａｍｂｒａ（ｅｄｓ．），Ｈ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０，ｐｐ．１０２—１１６．

Ａｍｙ Ｇｕ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ｈ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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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法通约的偏好和意见，在竞技场中相互竞争，公共意志的产生不过是持有

不同偏好的各方争夺权力的过程。决策取决于叠加和计算，胜负被认为是唯一

的裁定标准。在这样一个模型中，公共决策被简化为市场竞争，公民被简化为

持有不同立场的理性人。政客为了吸引选民所做的工作，和商家为了吸引消费

者所做的如出一辙，公共意志的凝聚过程被压缩到最低：“成功是由被量化为选

票的公民对个人或项目的认可来衡量的。选民通过选票表达他们的偏好。他

们的投票决策与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具有相同的结构。它们允许不同政党

以成功为导向的态度争夺权力职位”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替代所出现，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民主理论学者加入这一思潮，曼宁便是其中之一。曼宁批评了卢梭和罗尔

斯的一元论方案，强调协商对于多元主义时代的重要性。曼宁认为，卢梭和罗

尔斯都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集体同意（ｕｎａｎｉｍｉｔｙ）之上，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依

赖于一个一元论的个人观念。无论是卢梭（对于“公意”和“众意”的区分）还是

罗尔斯（进入无知之幕所需要具备的两种道德能力），事实上都为人们进入讨论

施加了条件，而一种特殊的、实质性的个人观念，正是在这个环节中被隐秘地植

入了“条件”之中。更具体地说，只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能够获得发声的资

格，其他观念的持有者被宣判为“错的”进而事先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②早在

讨论开始之前，同化已经完成。公意、决策、正义原则的生成，是机制的同义反

复。所以，“协商”在这些理论中并不占据真正的位置，没有反思审慎，没有信息

交换，没有对“偏好”和“观念”的新的认识，每个人在意志上都是已经被规定好

的，缺少自我修正的空间。总的来说，这样一种传统，在理论上，用一个已经决

定的实质性个人观念来完成“一致同意”的要求；实践上，用强制性的多数原则

来制定不可避免的公共决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共和主义

（社群主义）是一样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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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ｒｅ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１，ｎｏ． １
（１９９４），ｐｐ．１—１０．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ｎｉｎ，“Ｏｎ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３

（１９８７），ｐｐ．３３８—３６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因此，协商理论家认为，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及其近乎枯竭的制度能力，已

经无法承担后传统时代多元化的社会期望，而必须要做的是在认肯多元价值的

前提下，重新找回合法性。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协商民主的伦理功能。①协商民

主的伦理功能被一些协商理论家认可为最重要的协商功能之一，同时也是古特

曼和汤普森阐述协商有助于解决深层次道德冲突的主要理由。②这个功能建立

在一个判断之上，即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多元危机：每一种

不可通约的立场都紧密地附属于某个实质性的道德身份，而这个身份是内嵌于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经验和世俗道德之中的。它以构成性的方式与一个人

的“自我”相联系，使得由此产生的冲突相比一般的政治利益冲突而言更加棘

手，因为人们无法像对消费对象一样对身份所依附的信念进行取舍和让渡———

“身份是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③，“改变”身份要求一套全新的、当前范式以外

的道德理由，以及足够的自我反思所带来的重估可能性。这是为什么理性选择

理论及其提出的谈判策略（讨价还价）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冲突，而当代

社群主义者通过号召集体身份所提出的（本质上否定多元事实）的一元论方案，

也将面临合法性上的失败。因此，在沃伦看来，“协商是能够将道德立场的理由

代入公共空间的唯一资源”。通过交流，审慎承认对方作为某种理由、论断、视

角集合的资格，并向对方敞开，即使未必能够抵达共识但至少能够抵达“理解”

和“尊重”。

这里需要强调“理解尊重”在协商理论中的位置。一部分理论家如曼斯布

里奇，至少暗示了“理解尊重”是人们进入协商的前提条件之一。而这个条件与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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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并不是说，西方背景下的协商民主仅仅具备一种伦理上的功能。沃伦、曼斯布里奇

等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非常详细地阐述过协商民主理论的政治功能、伦理功能和认识论功

能。这里强调，伦理功能是协商理论在西方背景下得到发展的重要动力。Ｍａｒｋ Ｅ． Ｗａｒｒｅｎ，“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ｋｅｓ（ｅｄ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ｌｄｅｎ，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ｐ．１７３—２０２；Ｊｏｈ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Ａｍｙ Ｇｕ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Ｍａｒｋ Ｅ． Ｗａｒｒｅ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ｋｅｓ（ｅｄ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ａｌｄｅｎ，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２，ｐｐ．１７３—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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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当做目的”的康德式命令具有联系。尊重一个对手，意味着尊重他所依附

的道德人格和自主能力。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由于它至少部分地要求了某种实

质性的个人观念从而受到批评。但另一些基于哈贝马斯程序性构想的协商理

论，并不将“理解尊重”视为协商发生的必要条件，开启协商的，也可以是某种势

力平衡。也就是说，现实状况迫使一方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将意志施加给持有不

同意见的其他人，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于强制力以外的其他资源。而协商仅仅是

一种机制，允许不同的意见在其中进行争论。交流和话语以及它们所附带的道

德理由，促使每个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判断，“理解尊重”是在交流之后产生的，它

来自对方在表述时所持有的理由以及蕴含在论断中的理性力量，而不是某种先

在的、含混的道德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等人论证道，即使存在康德式

的绝对命令，它也需要依赖于对话背景才能够被揭示并具备意义。①在这个意义

上，“理解尊重”作为协商的结果，是其伦理功能的重要体现。

虽然“什么样的交谈互动才能够称得上协商”这一问题尚存在着分歧，但有

一套相对而言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来自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②哈贝马斯诉诸某

种流动的主体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将协商理论下的个人设想为独立而又相互

联系的个体，这种联系的可能性植根于反思、交谈、相互理解和自我重塑的能

力。在哈贝马斯看来，以谈话为媒介的“影响力”（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是不同于市场（货

币）与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的强制力，因为影响力的实质是论断中蕴含的理

性力量。这种力量联结每一个个体，并且制造了改变与共识的可能性———“共

识”并非来自前政治的、先在的、恰好“重叠”的各方意见，而是来自交谈、人为和

制造。这样一套标准为后来被称为“第一类协商”（ｔｙｐｅ Ｉ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原则系

统奠定了基础。③这一类协商强调话语中包含的理性和展开协商的意图。根据

第一类协商所制定的标准，协商指的是平等自由的个体在谈话中交换理由。在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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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Ａｎｄｒé Ｂｃｈｔｉｇｅｒ ｅｔ 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ｉｒ Ｂｌｉｎｄ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３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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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协商环境中，“好的理由所携带的非强制性力量”是促使个人改变立场的

唯一可接受方式。

（二） 系统化转向

２１世纪以来，在经典协商原则的指导之下，不同种类的协商实验在全球范

围展开，从詹姆斯·费什金的民意测验（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ｌ），到阿雷格里港的参与

式预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①这表明协商民主已经从“理论争辩”的阶段过

渡为一种“工作指南”。②这些基于实践的协商经验所带来的反思，重新激活了

有关协商标准的讨论。在第一类协商的原则之下，谈判、修辞（ｒｈｅｔｏｒｉｃ）、故事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等常见的对话形式都被排除在外。然而田野经验证明，这一类交

流方式尽管不符合经典标准对协商的要求，但是在“提供可信度，建立同理心，

激发义愤感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观点的证成”③。因此，这些交流方式

被重新纳入，成为协商的类型之一。这一转变意味着，协商的理论核心由哈贝

马斯式的“理性论证”朝向“相互论证”进行了转移，即令人信服的、可接受的和

有说服力的观点，取代“理性”成为了协商的中心要素。④这样一种全新的协商

标准被称为“第二类协商”（ｔｙｐｅ ＩＩ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与之共轨的另一个变化，是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２１ 世纪以来，协商领

域的主要工作都集中于探索怎样评价、完善单次协商的质量，并形成对未来实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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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ｒｃｈｏｎ Ｆｕｎｇ，“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ｃｉｐ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ｓ：Ｅｉｇｈ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 １１，ｎｏ． ３（２００３），
ｐｐ．３３８—３６７．　

Ｓｉｍｏｎ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６，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３０７—３２６．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６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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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指导。然而，这种以孤立的、单次的实践活动为研究主题的做法，能够得到

的仅仅是针对单次协商活动的结论。这种做法暗示，只要我们穷尽所有特殊协

商活动的知识，我们就能获得关于整体的图景。但问题是，不同的协商活动之

间并不是相互断裂、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仅仅探究

单次协商的质量、功能及效果，将遗漏它在系统层面产生的影响，无助于协商之

间的整合与制度化。必须采纳一个系统性的视角，将研究对象从“协商”扩延到

协商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弄清楚协商的整体逻辑，并整体性地提升协商效

率。这就是由相互独立的协商实践向协商系统（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的转向。

系统化转向的支持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来强调转向的必要性。首先，以

系统而非单次协商的视角来设计评价标准，有助于提高协商在整体上的效率。

系统化方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即每一次具体的协商实践所产生的效果，

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一些从单次维度上看不够完善的实践形

式，却能够激发一种指向他者（其他的协商活动）或指向未来（往后的协商活动）

的积极效应，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作为系统的协商效率。过去的评价方法没有为

这种基于他者或未来的理由提供辩护，从而存在偏颇或疏漏的可能。在这里，

系统化所要求的其实是一种基于系统的全新评价标准，这种标准确保我们不会

遗漏单次实践对于系统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不仅应该独立评价每一次具体

的协商质量，也应该在系统视角下，对该协商的整体贡献进行评价。决策与合

法性的要求，应该由整个系统来承担和背负。①

系统化方案依据的第二个理由与分工合作的理想相联系。在他们看来，协

商民主的三个主要功能，即认识论功能、伦理功能和政治功能之间，存在潜在的

冲突的可能性。不应当乐观地期待协商的不同功能可以天然地在一次实践中

得到平均的促进。因为事实往往是，对于一种功能的促进，需要以牺牲另一种

功能为代价。比如，修辞或故事的协商形式，在唤起共同感受从而促进相互理

解上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因其借助情感而非理性论断，从而其认识论功能将会

有所减损。因此，三种功能在优先性上的排序成为问题并引发持续的争论。而

１４２

复杂性理论与协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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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系统化的视角，允许协商实践在不同的情况下促进不同的功能，并依照分

工合作的理想，在整体上得到融合与补足。这样一个要求，同样增加了评价的

难度与复杂性，并迫切要求一种基于整体的全新评价体系，来对单次协商的总

体贡献进行判定。①

在这个基础上，协商系统得以真正成为“体系”，而不仅仅是无数独立的协

商实践的聚合。这也是协商系统有望真正解决“规模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ｃａｌｅ）的

原因。规模问题是协商理论遭受到的最常见的批评，这个批评针对的是协商实

践中大众参与的缺失。这个批评认为，协商活动不可能真正成为全民性的，一

方面由于全民协商的成本太过高昂，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在时间、精力甚至关注

与兴趣上的投入有限（毕竟政治价值仅仅是构成好生活的多种价值之一）。那

么，这个批评断言，缺乏大众参与的协商，不足以兑现它所承诺的功能，并且可

能沦为精英政治与特定阶层操纵决策的手段。这里，协商系统为这个批评提供

了解决思路，因为协商系统的核心承诺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内部联系，即每一

次的协商实践，在结果和功能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个体，

通过在协商系统中占据位置，能够对整个系统及其决策施加影响。这样一种施

加影响的方式，即便可能是间接的，也构成了长远意义上的“参与”途径，使个人

不必真的参与到每一次具体协商中去，也能够影响集体意志的形成。

在过去的十年中，德雷泽克、钱伯斯等学者均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过协商

实践所面临的系统化需要；而在帕金森与曼斯布里奇在主编的《协商系统：大规

模的协商民主》一书中，系统化理想首次得到较为清晰的规定与阐述。他们声

称，协商系统是“一种通过论辩、证明、表达与说服等手段来应对政治冲突和解

决问题的交谈式系统。在良好的协商系统中，提出相关观点的说服应该替代压

制、压迫和轻率的忽略。从规范层面来说，系统式路径意味着，人们应该从系统

整体的视角而不是以组成系统的部分来评价系统”②。具体而言，想要评价某次

协商在系统层面的效果，需要考察此次协商在“认识论功能、伦理功能、民主功

能”三个方面对于系统的促进。

２４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② Ｊｏｈ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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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介的系统化

“协商系统”转向中的一个重要讨论，是对媒介的协商化。孤立看来，每一

类具体的协商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应用和修正，在程序方面已近完善，而整体治

理效果欠缺的主要原因不在协商，而在协商间的关联———媒介。协商实践 “面

对面”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小范围人群中展开。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发言机会

与参与质量，单次协商活动的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二十到五十人的范围内，

而绝大多数的公众只有通过媒介（新闻、电视、网络、口耳相传等）才能获得协商

得结果。因此，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媒介的传递方式决定了协商能够施加影

响、发挥功能的范围。如果媒介是不合格的，那么即使协商活动本身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这种效果也将局限于一小群参与者当中。从理论层面看，传统协商

研究鲜少讨论媒介的重要性；而从经验事实上来看，目前存在的大部分协商媒

介（连接协商与协商；连接协商与大众）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当某次具体的协商

实践结束，通过媒介获得传递的信息往往只有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协商过程中

的论点、理由、故事和情绪。但是，协商的本质不是一个“决策机制”，而是“交流

场域”，它能够发挥功能，依赖于对话所承载的理由以及理由所内嵌的一整套叙

事。通过交流，这些理由被传递给对方，连带着被传递的，是这个人的故事、他

的历史、他选择这个理由的前因后果、形成信念和立场的根据。理解和尊重是

随后才得以发生的———我不认同你的立场，但能够共情你的处境，并尊重你作

为一个理性主体的判断能力。但是这一切，在媒介进行传递的过程中（无论这

个媒介是报纸、网络，还是个人或机构），常常被当作次要的信息而省略掉了，这

个决定伴随着的，是协商效力的终止。以城市价格听证会为例，官方网站（政府

主页、物价局主页等）在对听证会进行通报的时候，几乎仅仅通报结果，而不通

报过程。传统媒体和网络新闻对于价格听证会的报道，也大部分集中于听证结

果的政策分析，公民可能受到的影响等。至于这个方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逐步

诞生的，很少被识别为一个值得占据报道篇幅的内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

关于价格听证会的调研中，听证会参与人与并未参与听证的公众，对听证会的

态度存在巨大的差异。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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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　 　 结

本文从系统性思维的出现谈起，讨论了经典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孔德、斯

宾塞等，将社会作为系统来分析的倾向。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流行于 １９世纪的

生物学的影响，将社会系统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可以看作一个由

群体和阶层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在其之后，帕森斯发展和完善了社会系统的概

念，并对其结构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他提出了著名的 ＡＧＩＬ 模型，即适应、目标

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持，来解释社会系统的四种主要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继承系统性思维的传统以外，帕森斯还借用了控制论作为分析工具，这让帕森

斯成为复杂性科学的智识先驱。系统化思维和控制论为之后社会复杂性科学

的发展提供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几个主要的社会复杂性科学领域，包括计算社会

学、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社会控制论、卢曼复杂性学派和英国复杂性学派等。具

体来说，是他们怎样借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

问题。其中，计算社会学集中体现了社会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将统计、建模、

计算机模拟等前沿技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复杂性社会网络分析致

力于解释人群之间的复杂交互模式，包括新网络科学和全球网络社会两个主要

分支。控制论开启了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而社会控制论是其不断演

化的结果。通过社会控制论，社会学和二阶控制论之间完成了基于相互批判的

完善与融合，强调不同层次、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变与互补。卢曼复杂性学派

和英国复杂性学派，相较于方法论方面的推进而言，更加重要的贡献在于为社

会复杂性科学领域提供了理论框架。卢曼借用现象学的成果探讨社会系统的

结构，将系统描述为自我再生和自我指涉的。而英国复杂性学派致力于突破学

科边界，并对社会科学进行彻底的革新，是五个领域中最为激进的一支。

此外，本文以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为例，阐述复杂性思维对传统理论领

域的重塑和影响。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在 ２０世纪末获得了大量的关

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从一种理论过渡为一种工作指南，以创新实践的方

式在全球范围出现。这些实践经验重新激发了关于理论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

４４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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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就是协商理论的系统化转向。不同的协商活动之间，并不是相互断裂、

毫无联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只有采纳一种整体性的视角，

才能够理解协商的逻辑并提高其效率。在有关协商系统的诸多讨论中，媒介的

协商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强调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媒介的传递方

式，决定了协商能够施加影响、发挥功能的范围。

５４２

复杂性理论与协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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